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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对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优化调整做出科学的研究，需要全面了解国有经济布局的目的性和方向性。本

文回顾国有经济布局的理论脉络和历史经验，认为所有制理论是影响国有经济布局的核心因素。改革开放之前，

所有制升级的浪潮导致的“全面国有化”，制约了国有经济的微观活力。１９７８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国有

经济的布局结构既要明确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走共同富裕道路，又要体现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因此形成“有进有退”“抓大放小”等各种措施。进入新时代，当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基

本解决之后，国有经济应当明确认清政策责任，找准功能定位，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平衡区域布局等方面之外，更应

在引领国家科技进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倾斜资源。为了促使国有经济布局趋于合理，相关部门应当在制

定法律法规、设计评价体系和估值体系等方面加以完善，促使企业发挥引领作用，实现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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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已成为各级部门热
议和关注的话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
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国资布局调整的核
心目标。如何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在理论层面仍有不少分歧。曾有观点认为，国有
经济应当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加以布局，强调企业的公益性和社会责任，并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
（董辅礽，１９９７）。对此，有学者提出“特殊功能”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具有弥补市场失灵、实现经
济赶超和培育市场主体三项主要功能，需要对不同功能的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方向和调整周期的设
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２０１４；黄群慧，２０１６）。还有学者指出，国有经济不仅
要对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加以控制，还需要对未来先进生产力进行引领，应当基于国家战略和公共
服务的标准，对关键领域和产业实施布局优化，尤其是向基础性、资本密集、发展迅速的行业倾斜。
同时，对于上游行业、基础产业、资源性行业的主导地位仍需加强（李红娟、刘现伟，２０２０；黄昕、
平新乔，２０２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２０２０；黄群慧，２０２０；陈金至、刘元春、宋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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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综合而言，上述研究虽然涉及了国有经济布局的若干方面，但尚不能有效“描摹”国有经济产

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完整“画像”（肖红军，２０２１），有必要从理论脉络和历史经验出发，讨论国
家组建国有企业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使命，以此对国有企业的政策责任和布局方向加以分析。

一、国有经济布局的理论脉络：所有制和“看得见的手”

讨论国有经济布局，首先要从理论层面加以分析。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经济布局
的主要理论，来自所有制理论、市场调节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等。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有经济的布
局结构遵循理论而展开，理论的发展变革又对布局的方向产生重要影响。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
共同影响了国有经济布局的内容和后果。

“所有制”指的是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对物质资料的占有形式，通常是指对生产资料的占
有形式。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的形式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
必然产生根本矛盾，将导致所有制形式的进一步变更，“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
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①。
所有制理论是影响国有经济布局的最重要理论。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提出国有化的发展目

标，将苏维埃作为集中调节国民经济的机关，直接干预企业生产活动，具体规定产品的投入产出，
利用“物资平衡”的做法，保证生产的数量与目标相一致，“组织统计工作，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
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通过制定好
的国家计划，把经济协调起来②。斯大林同样指出，苏联要建立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只有通过国家直接经营企业的方式③。
而在中国，１９４９年之后的发展路径，体现出一波又一波的所有制升级浪潮（杨明洪，１９９８）。

“全面国有化”国有经济布局特征的形成，固然有其必然性。有学者指出，国家发挥了集中大规模
投资资本品的作用，用行政力量汲取有限的资源，然后再集中投入到对工业化至关重要的产业或
企业中，利用国家的力量培植市场，保证资本积累，促进其经济“起飞”，将会成为发展的一大捷径
（格申克龙，２００９）。但是，提高国有化的比重，并不意味着公有制的程度越高越好，甚至超过生产
力发展要求，且不允许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这违背了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如恩格斯所言，“只
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
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④。也就是
说，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不适用于股份公司来管理的程度时，才能够推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否则
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改革开放之后，国有经济的布局理论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分析。邓小平曾对社会主义的根本

任务和根本原则进行分析，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根本原则是两个，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其中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⑤。另一方
面，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国有经济布局必须要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以发展
生产力为最根本的任务，走共同富裕道路。也就是说，国有经济既要在关键领域和重要部门占据
主体地位，又不能分布太广而阻碍生产力的提高（严汉平、郝文龙，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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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所有制理论之外，对国有经济布局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还包括市场调节理论和公共产品
理论。这些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较有影响，主要体现为政府如何借助“看得见的手”进行市
场调节，发放公共物品。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国有资本数量很小，主要存在于国防军工、邮
政和国营铁路等部门。西方国家普遍信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国家
则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政治、军事、法律和外交等上层建筑领域发挥政治职能，在社会经济
运动的外部为其创造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
经济萧条，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凯恩斯针对西方国家所面临的
生产严重过剩问题，认为应该由政府直接投资和经营公用事业，修正自由市场竞争带来的扭曲，
“国家可以向远处看，从社会福利着眼，计算资本、商品之边界效率，故我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
之责”（凯恩斯，１９９９）。萨缪尔森认为，公共产品给社会带来的正外部性问题（高速公路网建设、国
家气象服务、公众健康水平等）非常重要，但无法给生产者带来盈利，“私人生产公共产品势必导致
供应不足，因为生产这些物品的收益非常分散”，此时需要由政府生产公共产品并提供给消费者
（萨缪尔森，１９９９）。
二战结束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的推动下，其国有资本得到了进

一步发展，国家的经济职能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正是迫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
形式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经济冲突和社会冲突的压力，资产阶级国家才建立起生产资
料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克服自然垄断和正外部性带来的“市场失灵”，矫正规模不经济、分配不
公平等问题，主要涉及基础设施产业（邮电、交通、供水、供电、能源等）、战略性高技术产业（信息技
术、生物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原子能等）、支柱产业（机械、钢铁、电子、建筑等）、金融部门（银
行、信贷和保险业）等。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国有经济，是政府发挥经济职能的重要方式。一方面通过国有

经济弥补市场缺陷，规避资源配置的失效；另一方面通过国有经济进行公共物品的生产，满足社会
公共的需要。对于中国的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而言，这些理论也具有指导意义。国有经济应当遵循
政府职能的要求，将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市场主体，调节市场运行，维护经济稳定，避免信息
不对称、市场调节盲区等自有缺陷，着力提升国有资本控制力、影响力。同时，随着市场自我调节
功能的逐步完善，公共物品的范畴也在逐渐缩小，政府职能需要进行调整，适度扩张或收缩企业边
界，相应改变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

二、国有经济布局的历史演进：“全面国有化”与“有进有退”

回顾七十多年来国有经济布局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延续性和差异性。
改革开放之前，在所有制理论的指导下，国有经济占据经济生活的绝对比重。作为政府调控的重
要手段，国有经济围绕“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战备安全”两个主题进行布局，促进了产业空间的均
衡化发展。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对所有制理论的认识出现巨大变革，国有经济的分布范围也发生
变化，部分领域出现了收缩退出，部分领域则产生集聚效应，“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成为布局结构
的主要方向。

（一）第一阶段：“全面国有化”

１９４９年建立起来的新政权，由于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和资本要素禀赋不足的约束机制相互冲
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加以实现。依照苏联的经验，原始积累由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对外贸
易、国营的国内贸易、国有化的银行系统提供利润。通过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措施，建立以压低资
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配置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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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管理（林毅夫、蔡昉、李周，２０１４）。这是“全面国有化”政策推行的背景因素。从中国的具体做法
来看，１９５３年确立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为此需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进行全面改造。１９５６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８．９万户的９９％、总产值的９９．６％，私营商业２４０万
余户的８２．２％、资金的９３．３％纳入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轨道（程连升，２０１６）。在七年左右的时
间内，经济结构出现了“全面国有化”的局面。
而在“全面国有化”推进的过程中，国有经济的整体布局也在进行调整。据１９５２年的统计，沿

海各省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７２．６％，８０％的钢铁工业位于沿海（林盼，２０２３）。这种
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协调的局面，既影响到经济的均衡发展，也不利于工业生产的安全稳定。为此，
在进行产业布局时，中央格外重视区域之间的发展平衡，代表性的措施是以“１５６项工程”为代表的
重点建设项目和三线建设的选址（胡安俊，２０２０）。“一五”期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１５６
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投入施工的有１５０个项目），其中１０６个民用项目，东北和中西部地区
各有５０个；４４个国防项目中，除了部分造船厂必须沿海布设之外，有３５个项目位于中西部地区。
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共获得１９０．８亿元投资，占总投资额的９７．３％（董志凯、吴江，２０００）。
除了“１５６项工程”之外，三线建设也是影响国有经济布局的重要因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

面临极为恶劣的国际环境，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１９６４年８月，中央领导
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赶在战争爆发前尽快建成“三
线”战略大后方，为此以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为重点区域，开展以“战备安全”为中心，以工业交通
和国防科技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徐有威、陈熙，２０１５）。

“１５６项工程”和三线建设，虽然也有提高生产力，推进经济增长的目的，但本质上是出于均衡
发展和政治安全的理念，经济效益低下、微观活力不足的问题从布局伊始就已体现出来。而且，企
业在布局的过程中，只是被动地作为政府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没有自主企划事业的内在动力和外
部环境条件，“整个社会生产被当作一个大工厂来管理，中央是这个大工厂的管理总部，企业则是
其中的车间或班组”（小宫隆太郎，１９９３；刘世锦，２０１６）。１９８０年，经济学家蒋一苇在《企业本位论》
一文中提出，企业在保证履行国家法律规定的义务前提下，应具有完全的独立经营和自主发展的
权利，国家利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必须以企业具有独立经济利益为前提。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
与企业的关系，不是行政隶属关系，而是一种经济关系。国家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应当分离
（蒋一苇，１９８０）。

（二）第二阶段：“有进有退”

１９７８年之后，国有经济布局的方向发生重大调整，最主要的因素来自所有制理论的变革。随
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国有经济布局既要体现出社会主义本质，即以生
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以发展生产力为最根本的任务，走共同富裕道路；又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
要求，遵循优胜劣汰的经济规律，全面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国
有经济布局朝着“有进有退”“抓大放小”的方向发展。
变革的第一步是“退”，也就是国有经济不再“大一统”，而是从部分领域逐步收缩边界、适量退

出。主要措施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实行的企业承包制和租赁制。１９８４年１０月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①。这一提法成为国有经
济“退出”的理论依据。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决定》，对
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提出三条思路，一是在小型企业和若干亏损微利的中型企业中实行租
赁制，二是在大中型企业中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三是在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中进行股份
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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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２－３。



承包制与租赁制的推行，发挥了经营主体———企业家的重要作用。承租经营者是企业租赁期
间的法定代表人，行使厂长职权，对企业全面负责。１９８７年底，在８８０００个国有小型企业之中，实
行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和转让经营的达到４００００个以上，占总量的４６％（汪海波，２００５）。但是，此
时的“退”只是赋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属于“放权让利”性质，无法根本改变国企从属于行政
部门的局面，资源配置仍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进行，“婆婆”谁都可以对企业指手画脚，谁
又都不负具体责任，产权不清导致权责不明。
变革的第二步是“抓大放小”，也就是基于政府职能的要求，明确哪些领域要“抓”，哪些领域可

“放”。１９９７年３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集中力量抓好国有大型企业和
企业集团，进一步放活国有小企业；规范破产，鼓励兼并，推进再就业；多渠道增资减债；切实加强
企业经营管理；认真抓好企业的扭亏增盈工作①。１９９９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实行“有进有
退”的改革主张，明确抓的“大”主要是“三大行业、两类企业”，即“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
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为社会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
业”；放的“小”则是除此以外的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或改组为股份合作制②。
具体来看，国有经济在能源、电信、冶金、铁路、军工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

域发展迅速，而在机械、电子等一般性竞争领域则占比下降。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并
向更为重要的战略性领域集中，其结果是国有企业户数大幅减少，从１９９８年的２３．８万家减少到

２００６年的１１．９万家，这样的产业布局调整直接带动了国有经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贡献了１９９８－
２００７年间全要素生产率２０％的提升（刘瑞明、石磊，２０１１）；同时，国有经济的结构布局得到显著改
善，国有资本逐步转移到与国家安全及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重要行业，控制力和影响力日渐增强，
扩大了国有资本控制和支配其他社会资本的规模范围，引导了整体经济发展（黄群慧、戚聿东，

２０１９）。与此同时，“放小”的规模也很可观。截至１９９８年底，根据对２１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独
立核算国有小企业的改制面已接近８０％，其中实施股份合作制的占２２．６％，出售的占８．１７％，租赁
的占７．２８％，承包的占７．２８％，股份制的占６．１５％，兼并的占４．４％，破产的占２．８１％，其他形式
（合资嫁接、风险抵押、土地置换等）占４３．９％（中国企业管理年鉴编委会，１９９９）。
由于国有经济在一些部门的退出速度过快，导致“抓大放小”在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变形，甚至出现类似于“中策现象”这样的案例③。从长远来看，这种依托国际金融市场，投资收购
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做法，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隐忧。从客观上看，资产评估制度不完善，不规
范，评估方法也不够科学。信誉、商标、技术诀窍等无形资产常常受到忽视，有些企业尚未经过资
产评估，便“一卖了事”。当时有观点认为，国有资产应当进一步战略收缩，集中到社会公共产品领
域，将一般性竞争行业让渡给市场经济竞争主体（李成瑞，２００１）。对此，一些学者指出，国有经济
主动进入竞争性行业，从整体上对于提高国有经济素质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是规模大，起点
高，整体素质好，在资产、产品、技术、人才、管理、市场营销、综合经济效益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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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Ｎ］．人民日报，１９９７－３－１５。
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国有企业“三讲”学习教育活动必读［Ｍ］．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１０－２１２。
“中策现象”指的是１９９２年４月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以印尼籍华裔企业家黄鸿年建立的“香港中国策略

投资公司”，通过控股５１％以上合资企业的形式，把国内不同行业和地区的百余家国有企业成批改造成３５家中外
合资公司。主要步骤如下：投入资金与现有国有企业整体合资，中策占股５０％以上或以参股方式取得合资企业少
数股权，在参股过程中或将被参股企业并入同行所收购的企业集团中，或再增资上项目，由参股变为绝对控股；取
得被收购企业决策后，任命新的管理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刺激员工争取利润的积极性；重组被收购企业，调整清
理存量资产；引入资金和技术，上马新项目并推出新产品；将被收购企业股权纳于海外控股公司名下，海外上市集
资，实现滚动收购。中策投资范围广泛，地域跨度大，涉及机械电子、化工、橡胶、饮料食品、医药、金融、基础设施等
数十个行业。参见：邬名扬，王成栋（主编）．中外现代企业制度与中国企业改造（理论实务卷）［Ｍ］．北京：企业管
理出版社，１９９８：８６８－８６９．



种国有企业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不仅不要退出，而且要作为重点，集中力量，加大投
入，作为‘进’的对象”（陈征，２０００；沈越，２００１）。
变革的第三步是“进”，主要举措是２１世纪初期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推进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

中度。此前以“抓大放小”为特征的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日益严重，例如
刻意低估国有资产价值、将企业经营所得全部分给员工、将国有资产无偿或低价卖给个人、部分国
有资产不入账、将国家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等。据统计，１９７８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
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比重为８２．４％，到２０１０年这一比重下降到４１．８％。国有工业企
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７７．６％（集体企业占比为２２．４％）下降至２０１０
年的２６．６％。在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等多项指标上，国有企业占比均处于连年下降
的态势（陈鸿，２０１２）。

２００３年，中央设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依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
推动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２００５年，国资委规划发展局局长王晓齐在《积极探索、勇
于创新、找准定位，搞好国有企业规划发展工作》的报告中，提出推动国有经济“四个集中、五个优
化”央企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思路①。
这一时期，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声音逐渐兴起。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指出，中央企业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国有企业
改革步伐，进一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消除影响和制约中央企业提高质量效益的体制机制障碍②。
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本意是在由国企掌握的行业中，在打破行政垄断、精简经营范围的基础上，增
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行业、
一些地区出现的国有企业兼并重组、股权收购非公有制企业等行为，引发了关于所谓“国进民退”
的讨论（李政，２０１０）。
进入新时代，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逐渐退潮。从这十年的发展经验来看，国有企业的功能

定位已逐步清晰，即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目标，着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有效
发挥国有经济在优化结构畅通循环稳增长的作用，推进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提
升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总体而言，国有企业需要主动行使自身所肩负的国家使命，为巩固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国家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三、国有经济布局的发展方向：政策责任与功能定位

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国有经济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国有企业稳
健成长，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
（黄群慧，２０２１）。与所有制相关的讨论，以及“国进民退”之类的争议，也基本达成了共识。目前，
应当更加明确地认清国有经济的政策责任，找准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使国有经济的布局更加有
的放矢。
与财政、税收、货币等其他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相比，国有企业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政策工具，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调节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所承担的政策责任包括
提供公共产品、平衡地区发展、促进资产重组、增加国民财富等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和稳定
经济生产的一种手段。与之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既要体现一般市场经济中的普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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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需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核心功能。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
础，关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乎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乎社会主义制度，涉及到制
度基础和理论内核，因此具有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功能，既要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
务提供方面起到引领性、基础性作用，也要在相关产业发展进入危机时刻发挥稳定和中坚力量
（黄奇帆，２０２０）。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同西方国家的国有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不应照搬西方的
国有企业政策责任内容要求。当然，以西方国家作为经验借鉴，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构建中国特
色的国有企业政策责任理论内涵（张强忠、何新月、张攀、朱庆华，２０２２）。
综合各类材料可见，国有企业的一般政策责任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弥补市场失灵，承担公共服务。在西方的语境下，“公用事业”一词就是用于表述自然垄

断行业的，这些行业应该受到国家的干预，所采取的措施一般是建立国有制的企业。这一概念隐
含的意义是，如果重要行业是由私人资本或者海外资本控制，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垄断和社会不平
等，直接危害公众利益和国家安全，尤其是军工、能源等领域，需要由国有企业为主导加以掌控。
同样，我国的国有企业也需要承担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之责。历经多轮改革，国有企业逐步
向电力、热力、燃气、水、煤炭、电信等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性行业集中，尤其是大
宗商品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基建行业和制造业运营状况良好。从业绩来看，２０２２年，中央企
业全力做好煤电油气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保供稳价，不计代价坚决打好能源保供攻坚战，
建成运营覆盖全国的通信网络，深入推进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和村村通动力电工程，同时落实国
家助企纾困政策，有力缓解产业链中小企业经营压力。２０２２年上半年，中央企业累计减租１０４．４亿
元，减少中小企业代理购电成本１０７亿元；配合地方清理转供电加价等不合理收费，降低用电成本

１７４亿元（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２０２３）。
二是平衡地区发展，解决失衡问题。纵观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发展经验，重要的任务使命是

解决经济结构的失衡局面，尤其是涉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譬如，法国和意大利都
面临着南北经济差距过大的状况，为此，两国普遍选择在落后地区建立国有企业，目的是改善经济
环境，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岗位。我国的国有企业同样要肩负此项战略任务，推进国有经
济在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方面担当引领和支撑作用，实现经济质量、结构、规模、速
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从业绩情况来看，近年来，国有经济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先后与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开

展了合作对接，合作共赢，在助力脱贫攻坚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区域之
间分布不平衡的局面逐步缓解，东部地区国有企业数量占比略有下降，资产占比也呈现出先增后
降的态势，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数量占比则从２０１０年的２２．７２％上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２６．５７％。“十
三五”期间，中央企业在中部、西部、东部、东北地区平均每个省份年均新设子公司数量分别为６８３
家、４０９家、３５５家和３４７家，年均新设子公司注册资本额分别为６２０．４２亿元、４５８．５６亿元、３９５．７５
亿元和３８２．２６亿元（张航燕，２０２１）。当然，国有经济对地方经济的投资带动作用仍有潜力可挖，
行业趋同度仍然较高，产业重叠现象突出，跨层级、跨区域的产业协同、企业合作的深度不足，尚未
形成产业协同效应强、产业规模效应高、资源配置统筹优的整体发展格局。
除了上述一般政策责任之外，中国的国有企业还需要履行特殊的政策责任，这是与国有企业

的定位密切相关。综合各类研究成果（乔明哲、刘福成，２０１０；徐传谌、刘凌波，２０１０），本文提出，国
有企业的特殊政策责任，包括引领国家科技进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两个方面。
首先，在引领国家科技进步方面，国有企业负有推动产业升级、打破“卡脖子”问题的重要责

任。在欧美发达国家，承担科技创新责任的主要是政府部门、国家实验室和公立大学。而在我国，
国有企业肩负着核心技术创新的重要使命。有学者指出，“国有企业不仅可以在我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中充分发挥创新先锋的作用，而且，还可以作为国家创新意志的政策工具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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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对我国国企改革具有重大意义”（贾根良，２０１７）。
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进行转化的过程中，一般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转化过程和结果

的不确定性、融资困难、技术脱节等问题。有学者将其称为“死亡之谷”（贾根良，２０２３）。尤其是一
些战略产业或基础产业，具有成本高、风险大、回收周期长等特点，使得非国有企业往往对此“望而
却步”。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国有企业作为创新体系的推动者，依靠自身的雄厚实力，短时间之内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支持，重点发展创新性产业。近年来，随着上下游整合的速度逐步加
快，大型国企日渐成为综合性的一体化企业，拥有广阔的内部市场，可以自己“购买”自己的产品，
便于在某些领域克服“后来者劣势”的负面影响（高旭东，２０１８）。此外，在信息不完全、费用较高的
经济体制中，国有企业扮演行业先导的角色，尤其是在国防、航天、能源、电信等尖端领域，一旦由
国有企业带动获得技术突破，必然会对行业产生引导和借鉴作用，进而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贡献正
外部性和波及效应。
在措施方面，有研究认为，可以适度将一部分科研经费的财政拨款交由大型国有企业支配，由

这些企业根据国民经济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对国家实验室、科学院系统和大学系统提出要求，包括
需要攻克的技术难关和产品标准，为其提供研发资金，并作为最终客户购买研发成果（贾根良，

２０２３）。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也提到，将部分优势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形成“央企／国企＋”的创
新联合体，使之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原创技术策源地（林盼，２０２１）。
目前，在研发创新方面，与股份有限公司和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特

别是在Ｒ＆Ｄ经费投入和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两个方面，国有经济并未显示出对于企业创新的强
大的支持效应和着力推进的态势。根据《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百千万排行榜》的统计，２０２０年中国高
新技术企业前１０００强的专利数量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有效专利申请总数达到了８６．１万件，分别
比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１８年增加了１０．０万件和２６．３万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专利集中程度偏高，尤其
集中于前１００强企业。２０２０年，前１００强企业的专利申请总数为７９．２万件，有效专利总数为４０．０
万件，占前１０００强企业的比重分别高达４７．９％和４６．５％。在１００强企业中，企业创新又着重集中
于两大行业———ＴＭＴ（电信、媒体和科技）和汽车行业。而国有资本分布目前主要仍集中于煤炭工
业、石油和石化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电力工业五个行业中的企业，国有经济布局与研发创
新需求匹配度较低①。总的来说，国有资本布局不尽合理，大多集中在传统基础领域，实体产业存
在发展短板，且多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产业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在布局发展高端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投入明显不足，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产业话语权有待提升。
其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国有企业需要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保障国民经济健康稳定

发展等领域担负重要责任。近年来，领导人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出，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是我国
各类矛盾和风险的易发期，必须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所带来的新
矛盾新挑战②。
具体而言，可以举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例子。为了解决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国有

企业有责任完善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围绕“四个面向”，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积极与国际一流创新
企业对标，全面梳理企业科技创新短板清单，超前谋划顶层设计，注重突破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技
术。产业链供应链所面临的危机，也可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契机。核心企业可以依托高信用优势广
开门路，构建更紧密的产业链生态系统，提升核心科技实力，借势实现产业升级。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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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百千万排行榜（２０２０）研究报告》发布［ＥＢ／ＯＬ］．中国青年报，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ｃｙｏｌ．ｃｏｍ／
ａｐｐ／２０２０－１２／２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９０１９２１．ｈｔｍ．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的说明［ＥＢ／ＯＬ］．新华社，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０－１１／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５６９９７．ｈｔｍ，２０２０－１１－３；习近
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７－２．



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暨并购重组工作专题会，强调要促进国有企业以合理
成本融资、实现国有资本在产业链、创新链等方面的高效整合、选择合适的投融资方式以改善资本
结构。国有企业的所有制背景，能够与商业银行结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由相关政府部门出面，
会商对口的银行给予信用担保，鼓励银行为国有企业提供“信用支撑、利息补贴、鼓励贷款”，通过
组合优惠政策和措施，打造命运共同体生态。政府协助授信，通过发行企业债直接融资，出面协调
核心企业、供应链企业及金融企业的关系，推进交易确权；建立企业资金市场，用配套的政府优惠
政策引导这些公司把资金流向优选企业，有利于核心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国有”背景，还能够使其更便捷地参与到全球资源配置和战略规划之

中，借此完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全球化布局，推动技术、管理、金融等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加快形
成面向全球的生产服务网络，把进行对外投资与国内设备、服务、技术、标准的全方位“走出去”结
合起来，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并
加快建设以５Ｇ、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
需要指出的是，担负特殊政策责任，并不意味着需要承担特殊的政策负担。例如，在国有企业

和非公有制企业关系的问题上，有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在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方面肩负着重
要职责，例如在中观产业层面，公有制经济利用产业扩散效应，规范非公有制资本无序扩张；在宏
观经济层面，公有制经济通过“逆周期调节”，提升非公有制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抗风险能
力（周绍东，２０２３）。本文对此的观点是，国有企业可以在企业正常经营的业务范围之内，将非公有
制企业纳入到经营体系之中，例如发挥自身资金实力雄厚、技术人才集聚的优势，强化专业化协作
和配套能力，吸纳非公有制企业的资本、人才、原材料等资源，形成突破核心技术的资源基础。但
是，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技术溢出和产业带动作用，或是抑制平台经济恶性扩张的措施，不应成为国
有企业的政策责任，也不应将其作为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标准，可以在政策层面加以引导，但不应做
出强制性规定。无论是要求作为“链主”的国有企业将民营企业吸纳到生产供应网络之中，还是出
于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功能，人为控制重要生产要素供给和减少基础设施投资额度的做法，既导
致国有企业不得不承担额外沉重的政策责任，也会使得企业之间的合作互惠关系发生扭曲。

四、结语：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合理布局

本文全面回顾了影响国有经济布局的理论脉络，并对不同阶段国有经济布局的方式特征进行
总结。所有制理论是影响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核心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相关论述的影响，国有经济布局既要明确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走
共同富裕道路，又要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由此产生“有进有退”“抓大放小”等
各种试验性的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与所有制相关的争论基本达成共识，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
济，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发挥在国民经济中
的主导作用，已经成为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定位。
本文认为，当前国有经济除了在提供公共产品、平衡区域发展等方面加以布局之外，更应通过

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使国有企业明确自己的政策责任和发展使命，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
重要市场主体，在承担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维护国家经济发展安全等特殊社会责任中发挥引
领和支撑作用。企业使命能够帮助企业明确从事的核心业务，为企业的目标开发、资源配置和活
动管理提供依据（黄群慧，２００７）。对国有企业而言，必须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作为自己组织的根本使命，这是国有企业在现代化新征程中推进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逻辑
基点。
通过调查分析，本文还发现，引领国家科技进步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政策责任，经常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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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经济责任产生矛盾，也就是国有企业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经济目标与服务于战略目标
及政策目标之间构成利益冲突。在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进行采访时普遍提到，国有企业既要完成
当前的经济绩效考核指标，又要承担长远的重大战略任务，这是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状况，究竟如
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成为困扰管理层策略制定的核心因素①。
本文认为，为了激励国有企业履行政策责任、推进合理布局，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可以作为重

要的制度保障：
一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将政策责任的要求范围加以确定，产生“有法可依”的效果。当前

关于国有企业政策责任的规定，普遍较为宏观概括，无法有针对性地指导和监督企业履行政策责
任（党秀云，２０２１）。对此，应当加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责任法，围绕规范政府、国资监管机
构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明确国有企业政策责任的内涵、边界和行为规定，并通过一系列具体的
制度设计，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一旦出现违法现象也可追究。
二是设计具体的评价体系，使企业履行政策责任的行为体现在指标之中。当前，政府机构对

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主要是财务指标和业务指标等，一些多元化的评价方法并没有在政策责任的评
价体系中应用，导致部分企业为了完成利润考核指标，削弱了对政策责任的承担（徐传谌、陈黎黎，

２０１６）。对此，可以将一些体现政策责任的参数加入指标，例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情况、作
为技术原创策源地的表现、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的地位等，对政策责任的考核指标进行综合考
虑和选取，动态调整标准内容。
三是建立中国特色的企业估值体系，将国家安全、社会效益等因素纳入考虑。以往资本市场

对企业的价值估算，一般沿用海外成熟市场的估值理论。由于国内外市场在体制机制、产业结构、
计算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一些符合国家发展方向、承担国家安全使命、产生较大社会效益的
优势资产难以得到合理定价，导致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的收益率普遍偏低。对此，应当在运行已
久的资本市场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响因素加入其中，提高估值体系和企业表
现、资本市场的适配程度。符合产业升级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国有企业，理应在评价标准中有所体
现，由此提升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总体表现，进而以真金白银的分红回馈投资人，在研发投入和分
红力度两方面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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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Ｍ］．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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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剖析［Ｊ］．真理的追求，２００１（６）：１９－２４．
２４．李红娟，刘现伟．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思路与对策［Ｊ］．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２０（２）：２９－３４．
２５．李政．“国进民退”之争的回顾与澄清———国有经济功能决定国有企业必须有“进”有“退”［Ｊ］．社会科学辑
刊，２０１０（５）：９８－１０２．
２６．林盼．新型举国体制如何落地：打造以国企为主导的创新平台［Ｊ］．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４）：２６－３５．
２７．林盼．资源集聚与城市再造———１５６项工程建设时上海与洛阳的共振［Ｊ］．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２３（２）：７０－８５．
２８．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Ｍ］．上海：格致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９．刘瑞明，石磊．上游垄断、非对称竞争与社会福利———兼论大中型国有企业利润的性质［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１

（１２）：８６－９６．
３０．刘世锦．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应用研究［Ｍ］．上海：格致
出版社，２０１６．
３１．乔明哲，刘福成．基于性质与功能的我国国有企业性质研究［Ｊ］．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１０（３）：８６－９０．
３２．萨缪尔森．经济学（第１６版）［Ｍ］．萧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３．沈越．论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Ｊ］．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１（３）：１４－１８．
３４．汪海波．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进程（１９７９－２００３）［Ｊ］．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５（３）：１０３－１１２．
３５．肖红军．推进国有经济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方法论［Ｊ］．改革，２０２１（１）：７４－９１．
３６．小宫隆太郎．现代中国经济———日中比较研究［Ｍ］．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
３７．徐传谌，陈黎黎．中国国有企业特殊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研究———一个分类推进改革的新标准［Ｊ］．当代经济
管理，２０１６（９）：２６－２９．
３８．徐传谌，刘凌波．我国国有企业特殊社会责任研究［Ｊ］．经济管理，２０１０（１０）：１６３－１６８．
３９．徐有威，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Ｊ］．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５（４）：８１－９２．
４０．严汉平，郝文龙．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理论依据综述［Ｊ］．开发研究，２００８（２）：１１３－１１７．
４１．杨明洪．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Ｊ］．中国工业经济，１９９８（２）：５０－５５．
４２．张航燕．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的成效与调整取向［Ｊ］．河北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５）：５４－６０．
４３．张强忠，何新月，张攀，朱庆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动力机制研究［Ｊ］．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２０２２（２）：

１７２－１８３．
４４．中国企业管理年鉴编委会编．中国企业管理年鉴１９９９［Ｍ］．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十四五”时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及优化政策研究［Ｊ］．经济学动
态，２０２０（３）：３－２１．
４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论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经济改革重大任务［Ｊ］．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４（９）：５－２４．
４７．周绍东．“普照的光”如何发挥作用？———公有制经济规范和引导非公资本发展的路径［Ｊ］．河北经贸大学学
报，２０２３（３）：１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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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ｓｉｇ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ｐｌａｙ　ａ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ｃｌａｓ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ａｙｏｕ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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